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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研究

陈　涛，王兰平

摘　要：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底层怨恨心理亟待加强研究。怨恨心理包括心理受虐维度、言语表现维度，并

最终呈现为行动维度。路易岛的环境抗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导致经济损失是怨恨心理产生的起点，基层政府

的不当行为导致怨恨对象由肇事企业扩展到了基层政府，而相对剥夺感和法院不受理导致怨恨心理得以再生产，

并不断扩散。怨恨心理存在特定的演化逻辑与再生机制，包括由 “怨”到 “恨”，由个体到群体，由分散到聚

集，由原生到次生。怨恨心理既导致了显性的社会后果，也存在潜在的体制外行为。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底层

的怨恨心理，其关键在于正面回应底层的利益诉求，防止 “群体性怨恨”演变为 “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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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既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也导致社会矛盾以
更加集中的方式呈现出来。由于社会再分配机制和权益维护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社会中弥漫着较为严
重的焦虑和不满情绪。当前，网络社会中频频出现的诸如 “富二代”、“官二代”、“房二代”等 “Ｎ二
代”话题的讨论中存在很多的非理性因素———某些 “二代”逐渐成为人们发泄怨恨的众矢之的，而这
种怨恨发泄的背后往往缺少应有的理性。张凤阳认为，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势能作用下，必定在以财富
占有为核心标度的社会分层方面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平权观念又普遍拔高了人们的应得期望，
使之对生存比较中的高低落差感受极其敏锐，因此，在现代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怨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容易形成群体性的积聚［１］。而如果利益诉求机制不够健全，怨恨心理持续积累与发酵的话，则
会诱发报复社会的泄愤性事件甚至群体性事件。比如，２０１０年长沙机场大巴纵火案、２０１３年厦门

ＢＲＴ纵火案、２０１４年贵阳公交纵火案以及杭州公交纵火案都属于泄愤性事件，犯罪嫌疑人都存在某
些 “仇视和报复社会”的念头。而在诸如石首事件、瓮安事件、大竹事件等大型群体性事件中，不少
参与者并非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而是由于曾经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或已经存在不满与怨恨心理，他们只
是借此事件发泄怨恨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可见，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心态亟待审慎的
实证研究，这种学术研究对于政府部门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着重对
环境突发事件中底层的怨恨心理加以研究，并探讨它所展现出的一般性社会意义。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前，社会中弥漫的焦虑与不满已经衍生出了日益突出的 “四仇心理”，即仇富、仇官、仇警和
仇名人心理。在此背景下，大量无直接利益相关的人群很容易卷入到群体性事件中。据统计，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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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上半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约有８．４万起，相当于每天发生４５５起，其中，征地拆迁、劳资纠
纷和环境污染分别约占群体性事件总数的３６．１％，１５．３％，１６．１％［２］（Ｐ３－１２）。近年来，在信访总量、
集体性上访总量和群体性事件总量下降的情况下，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却呈现出快速上升的
态势，说明了环境事件的敏感性和尖锐性［３］（Ｐ９）。
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部门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已经走上前台的社会冲突和诸如反对ＰＸ项目

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等 “反建运动”，但对潜伏和不断积累的民众怨恨等社会心理现象重视不足。
事实上，很多群体性事件是在长期潜伏的怨恨心理的作用下，经由某个或某些因素诱发产生。在学术
研究层面，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以及环境管理学等环境社会科学对环境抗争的研究日渐增多，在
诸如环境抗争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体制性困境等议题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对
底层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关注严重不足，对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关注尤为匮乏。而与此相对应的
是，底层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别是怨恨心理往往深刻地影响着抗争事件的走向甚至抗争性质的变化。因
此，环境突发事件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怨恨心理亟需深入的学术研究。
本研究以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中路易岛＊渔民环境抗争中的 “怨恨心理”为分析文本，就此展开研

究。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我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田蓬莱１９－３油田发生溢油事件。该油田由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 （以下简称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中国 （以下简称康菲公司）合作开
发，康菲公司为作业方。２０１１年７月前后，路易岛渔民纷纷发现他们养殖的海产品大量死亡，于是
不断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后来通过媒体获知河北、辽宁渔民在开展索赔
活动的信息后，他们开展了积极的环境抗争，并在岛上召开了 “油污重灾区直接向康菲索赔新闻发布
会”，试图通过媒体向外界传递他们的权益受损问题，继而寻求外界关注和舆论支持。２０１２年年初，
康菲公司与河北、辽宁两省的渔民达成赔偿协议，但山东渔民被排除在外。虽然陷入 “形单影只”的
境地，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环境抗争。２０１２年７月，路易岛的２１３户渔民和其他地区的渔民联合向
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提交诉状，由此开启了 “跨国索赔”之路。但迄今为止，“跨国索赔”并未取得
实质性的进展。

２０１４年的实地调查发现，虽然溢油事件已经过去了四年，当每当提及此事，渔民的激动情绪仍
是难以平复。而且，他们的抱怨对象已经不仅仅是早期的肇事企业，还包括基层政府以及对其抗争行
为构成制约的体制性因素。调查发现，很多渔民之所以仍在坚持抗争，源于他们 “需要一个说
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在 “为了一口气”在抗争。同时，为了避免事件被遗忘、环境抗争的声音被
淹没，他们在环境抗争中采取了 “打擦边球”、“踩线而不越线”等行动策略。目前，渔民的行动整体
上是理性的，有些渔民还非常理解基层政府，但牢骚满腹现象非常普遍，已经形成了怨恨心理。虽然
并没有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但是，底层社会中集聚与发酵的怨恨心理亟待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以及学
界的深入探讨。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梳理

２０１１年版的 《中华现代汉语词典》对 “怨恨”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动词使用，指的
是愤恨不满，二是作为名词使用，指的是愤恨不满的情绪。本研究探讨的是底层的怨恨心理，主要从
名词的维度使用这个概念。怨恨心理包括个体怨恨与群体怨恨，前者指的是具体污染事件的受影响者
所产生的怨恨心理，后者指的是受污染事件影响的社会群体所产生的怨恨心理。
怨恨心理的形成至少包括怨恨主体、怨恨客体及其产生媒介等维度。（１）怨恨主体。在环境抗争

中，怨恨心理的主体是环境利益的受损者与环境事件的受害者，一般为底层群体，本研究中主要指的
是受溢油事件影响的渔民，主要是养殖户。（２）怨恨客体。与 “报复社会”中的怨恨心理不同，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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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抗争议题中，不存在怨天尤人现象，但怨声载道现象突出，也就是说，怨恨对象具有明确的指涉
性，存在特定的对象。怨恨心理的客体首先是环境事件的肇事者，一般情况下为污染企业，但基层政
府的处置不力等也会成为底层怨恨的对象。（３）在产生媒介方面，污染事件往往会引发底层群体的不
满，但往往并不会立即引起普遍性的怨恨心理———如果赔偿问题得到快速和圆满解决，怨恨心理就会
缺少滋生的土壤。因此，环境受损者索赔无望和抗争历程的艰难往往才是怨恨心理形成的主要媒介，
并会导致怨恨心理不断强化和延续。
就怨恨心理的内容呈现而言，它包含了三个维度。一是心理受虐维度，体现为焦虑、不安、担

忧、困惑、失望、不满、愤懑、无助感、不公平感、挫败感等心态。它主要源自环境受害者对环境污
染影响的担忧以及抗争结果的不确定性，也是对环境抗争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的心理反映。二是
言语层面，表现为环境抗争者对肇事企业和基层政府的抱怨、埋怨、发牢骚甚至谩骂与诋毁。三是行
动维度，即因怨恨心理而产生的堵路、静坐以及打砸抢烧等体制外行为。
与常见的 “文献梳理→发现问题”的研究路径不同，我们是在底层群体环境抗争中的实地调查中

发现怨恨心理这一社会问题，进而为研究深入而查找和梳理文献的。而当我们开展文献研究时发现，
“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早在马克斯·舍勒 （Ｍａｘ　Ｓｈｅｌｌｅｒ）那里就已经是重要的议题，而当代中国
学者对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心态的讨论也为本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
关于怨恨现象的系统研究可追溯到德国知识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他就此发展出了 “怨恨理

论”，探讨了 “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他认为，“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怨恨必然蓄备在如下社会
中：在这种社会中，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随着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和实际修养出现极大差异，某种
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 （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形式上的社会平等权利）便会不胫而行。
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 ‘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 ‘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
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４］（Ｐ１３）舍勒关于怨恨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其推崇基督教的 “至善”，认为基督教的禁欲自省才是怨恨消解和控制的根本之道。舍勒从个体角度
出发得出怨恨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的规律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
而言，只有准确把握了底层社会的怨恨心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
怨恨心理的形成机制方面，成伯清认为：“承认方式的不足和扭曲，由此导致的个人尊严的缺失、意
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可能是我们社会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这是社会结构问题付出的代价。”［５］朱志
玲和朱力认为，伤害和生存比较是产生社会怨恨的逻辑起点，无能感经由时间的积累形成怨恨，最终
经由互联网形成社会怨恨［６］。怨恨心理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性后果。杨正喜指出，行动的主体并
非完全按照遵照剧本行动的 “木偶式”演员，相反，他们具有主体意识，并容易受歧视、社会不公以
及利益受损而产生怨恨集聚，当这种情感压抑接近一定限度时，怨恨就会产生巨大能量而冲破现有的
制度框架，衍生出集体行动［７］。此外，怨恨心理还可能导致非利益群体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引发暴
力事件。邢朝国认为，怨恨情绪积累是暴力再生产的重要机制［８］。刘能探讨了集体行动中怨恨的解释
框架，认为 “在中国都市地区，引发集体行动的怨恨解释框架所涉及的主要怨恨主题，由于它们具有
较高的经验上的可信度、经历上的可测量度和叙事的重要性，因此在潜在动员对象中引起反响的可能
性较大，具有较强的动员潜力。”［９］朱志玲认为，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特别是他关于集体行为宏观条件
形成阶段的因素分析，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怨恨是
影响和决定当前语境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的宏观因素之一［１０］。
当前，征地、房屋拆迁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底层社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怨恨心理。与传统社

会不同的是，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某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不意味着他们维权意识与抗争意
识的下降或者消弭。相反，怨恨心理往往会在深处酝酿和发酵。而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共享
机制得以建立，公众很容易得知其他区域社会问题的演化机制，并容易形成比较心理和模仿效应。因
此，一旦某个导火索被点燃，就会导致潜伏的怨恨心理复苏并迅速蔓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群体性事
件。整体上看，现有研究研究着重探讨了怨恨产生的社会机理及社会效应与政治后果，偏重宏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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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怨恨心理演化机制的深入研究不足，本文通过底层群体的环境抗争事件就此展开实地调查与理
论分析。

三、怨恨心理的生产机制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急遽变动，经济成分与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嬗变，思想与价值观念发
生深刻分化的当代中国，怨恨心态正在逐渐凸显、蔓延和强化，成为当下必须直面的一个重大时代课
题［１１］。研究怨恨心理，首先需要理解并探讨底层怨恨心理的生产机制，把握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规
律与演化脉络。

（一）怨恨心理初生
所谓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渔民群体主要以海洋捕捞和养殖为生。在路易岛，渔民主要

以养殖虾夷扇贝等海产品为生。当海产品大面积死亡的时候，他们出现了困惑、焦虑、不安与担忧等
心理状态，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衣食来源。当从媒体等渠道获悉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并且发现它离自
己只有３９海里时，他们对康菲公司产生了强烈不满，怨恨心理由此初生。

２０１１年７月本应该是渔民在２００９年投放的虾夷扇贝苗的收获季节，但是，他们发现死亡问题日
益突出。据他们统计，死亡率普遍达到９０％，死亡率较低的区域也达到６０％。此外，２０１０年４月份
和２０１１年４月份投入的养殖苗也出现了大量死亡。在路易岛１８９户油污损失索赔统计中，三年的预
计收入是２７　５６２万元，而实际收入为２　５３４．９５万元，三年实际损失达到２５　０２７．０５万元 （如表１所
示），损失率达到了９０．８％。其中，损失最多的达到８１０万元，损失最少的也有２０．２万元，平均每户
损失１３５．２８万元 （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调查资料）。对渔民而言，这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
还需为此承受心理落差，“本来可以有个很好的收成，但现在的经济损失太大了，而且一赔就赔三年
的。而且，我们没有别的生计，想跳楼的心都有”（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

表１　路易岛各行政村油污损失索赔统计表

行政村

编号

三年预计

收入（万元）

三年实际

收入（万元）

三年受损

金额（万元）

三十年油污生活补偿

金额（万元）

合计索赔

金额（万元）

损失规模

（笼）

户数

（户）

行政村１　 ３　０１５　 ３１７　 ２　６９８　 ３　３００　 ５　９９８　 ７１　０００　 ２２
行政村２　 ４　０９５　 ２７３　 ３　８２２　 ３　９００　 ７　７２２　 ９４　０００　 ２７
行政村３　 １　８４５　 １１７　 １　７２８　 １　６５０　 ３　３７８　 ５７　０００　 １６
行政村４　 １　３４５．５　 １３４．５５　 １　２１０．９５　 １　９３０　 ３　１６０．９５　 ２９　９００　 １３
行政村５　 ６　２１９　 ６９２．５　 ５　５２６．５　 ５　２５０　 １０　７７６．５　 １３７　７００　 ３５
行政村６　 １　１９２．５　 １１９．２５　 １　０７３．２５　 ７５０　 １　８２３．２５　 ２６　５００　 ５
行政村７　 ５　１０９　 ５１０．１５　 ４　５９８．８５　 ４　２００　 ８　７９８．８５　 １０８　０００　 ２６
行政村８　 ４　７４１　 ３７１．５　 ４　３６９．５　 ６　７５０　 １１　１１９．５　 ９４　５００　 ４５
总计 ２７　５６２　 ２　５３４．９５　 ２５　０２７．０５　 ２７　７５０　 ５２　７７７．０５　 ６１８　６００　 １８９

　　备注：１、三年预计收入时间指的是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２、三年实际收入时间指的是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３、数据资料为２０１４年４月实地调查期间农村精英提供。

料）。这种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落差引发了渔民的不满情绪，迫使他们急于找到海产品大量死亡的
真正原因，进而控制死亡，挽回经济损失。
当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获悉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并且发现离溢油点较远的外省渔民都在开展索

赔时，不满、愤懑心态油然而生，针对肇事企业的抱怨与谩骂出现了。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
“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的模式之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
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１２］（Ｐ３６）。渔民对石油开采中的巨额利润向石油巨头和特权阶层流
动，而自己却要承受由此导致的污染后果与经济损失感到不满。于是，他们在寻求政府和律师帮助的
同时，积极寻求自力救济。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１日，２０４户养殖户在岛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了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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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菲索赔书”。在该索赔求中，他们表达了内在的心理状态：“‘还我大海，我要生存’是我们每一个
受损渔民的愤怒心声”。

（二）怨恨心理的转移再生
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引发的不满和抱怨情绪，针对的只是事件本身，渔民的怨恨对象仅限于肇事企

业。但是，基层政府应对渔民利益诉求的处置模式则使得怨恨对象发生变化，使得他们成为怨恨对
象。不过，此时的怨恨心理程度小，属于可控范围内———如果利益诉求渠道畅通，补偿到位，怨恨心
理依然可以得到消解。
首先，对 “科学”解释的不满。面对海产品的大量死亡，渔民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情况，但后者给

出的结论是，经过水产专家的科学调查，这是养殖不善所致。渔民对这样的回答持怀疑态度，他们认
为，往年也有一定比例的死亡，但这次死亡太严重，很多海产品的死亡率接近９０％。渔民表示，“那
些养殖专家告诉我们，贝类死亡是养殖密度大了。但我们不认可，为什么？因为我们县自１９９６年就
开始养殖，我们岛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批的死亡”（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
访谈资料）。因此，尽管基层政府积极试图以 “养殖不善论”说服渔民，但始终未能让渔民信服。当
获悉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后，渔民怀疑海产品的大量死亡与溢油事件有关。而当向基层政府追问时，
后者仍然以 “养殖不善论”作答，并告知通过相关部门的科学检验，养殖的损失与蓬莱１９－３溢油事
件无关。“官方的检验结果说我们这里的污染不是康菲溢油所致，而我们这离溢油的地方很近，比河
北与辽宁要近得多。再有，如果污染不是康菲溢油造成的，那这里的油污颗粒是哪里飘来的？”同时，
渔民并不清楚科学检验的具体内容，这增加了他们对基层政府行为的诸多怀疑和猜测，怨恨的矛头发
生转向，针对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由此滋生蔓延。
其次，对信息缺失产生的不满。渔民通过媒体得知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此前并没有从镇政府那

里得到相关信息。“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有溢油这回事，后来通过报纸和电视知道的，政府 （镇政府
与县政府）肯定比我们早知道消息，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
政府信息不公开导猜疑在渔民中蔓延，他们开始怀疑 “养殖不善论”是为了掩盖溢油事实。虽然意识
到经济损失是由溢油造成的，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政府给出明确的结果。于是，他们不断收集资料和
证据，呈交镇政府，希望后者向上级政府反映民情。但是，直到２０１１年年底，镇政府基于维稳压力
与 “去污名化”［１３］机制采取的都是 “冷处理”思路，没有积极回应渔民的利益诉求。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路易岛渔民得知河北和辽宁两省的渔民在开展索赔活动，并由此意识到他们维权意识的薄弱。他们认
为，正是政府没有给他们传达相关可以进行索赔的信息和回应，造成了维权意识的缺失，进而错过了
索赔的最佳时机。于是，针对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发酵，有些渔民甚至有了通过 “围堵政府大
门”向镇政府施压的想法。后来，在农村精英 “晓以利害”之后，才没有采取这种过激行为［１３］。
再次，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导致怨恨心理被放大。受到辽宁和河北渔民获得赔偿等相关信息的刺

激，路易岛渔民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抗争活动，而抗争中产生了新怨恨并不断积累和发酵。２０１２年２
月２１日，渔民在律师的协助下在岛上召开了 “油污重灾区直接向康菲索赔新闻发布会”。他们描述了
当时的现场情况：

“原本２０４户 （渔民）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后来变成了１８５户，另外１９户由于受到了各
个渠道的压力，就主动退出了。当时，镇政府有不少人在场，不断打电话向上级请示，电话
都快打乱套了。”（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
发布会期间，镇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并把参与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和律师带到派出所检查证

件，造成了紧张的态势。渔民认为，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抗争维权活动已经从 “无为”转向了 “对立”，
有的渔民甚至提议围堵派出所，以便把记者和律师 “解救”出来。虽然围堵行动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但他们对当地政府的怨恨心理已经升级。

２０１２年７月，抗争精英到北京参加 “跨国索赔”新闻发布会，却接到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大，不然对自己和镇政府都没有好处”（２０１４年４月，渔民访谈资料）。这种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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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没有起到消解作用，反而导致怨恨集聚与扩散。
客观地说，渔民本来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并且寄希望于后者，将他们作为争取权益的主要诉

求对象，但后者一直没有积极作为，针对基层政府的怨恨心理由此开始滋生。不过，他们这时并没有
对基层政府形成强烈的排斥心理。当基层政府的不当行为给渔民造成 “二次伤害”，特别是当他们公
开地阻碍和妨碍行为增多时，导致了 “次生怨恨”并且不断升级。由此，渔民的牢骚话语迅速传播，
针对基层政府的怨恨心理迅速累积，怨恨范围由分散到集聚，由个体到群体。

（三）怨恨心理的扩展发酵
在初级怨恨心理还没有得到疏导和化解时，底层群体在环境抗争中遭遇的困境使得怨恨心理再次

发生转移和扩展，产生了社会不公和法律不公等心理类型，怨恨心理由此得以再生产。
一方面，相对剥夺感导致渔民群体产生社会不公等新型怨恨心理。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５日，康菲公司、中海油和农业部共同对外发布消息，称已经就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
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康菲公司出资１０亿元，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
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１４］（Ｐ１６８）。当路易岛渔民得知冀辽两省渔民已经和康菲公司
达成赔偿协议，而自己被排除在外后，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他们认为，“与溢油污染源
相距２００海里的河北都得到了赔偿，而我们距蓬莱１９－３油田只有３９海里却被证明损失与之无关，怎
么说得通？”（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这种不公平感是一种相对剥夺感，是在共同遭遇
（海产品大面积死亡）、共同行为 （都开展了环境抗争）以及共同心理预期 （获得赔偿）产生之后，渔
民对截然不同结果的心理感知与主观反映，进而导致怨恨心理不断发酵。对于这种现象，当地的渔民
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是政府方面不支持所致，溢油污染的传播对旅游业发展没有好处，所以他们不
支持”（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可见，渔民将遭受的不公归咎于基层政府的不支持。
但他们并不甘心，仍在比较与反思中希望有个结果。在 “康菲漏油索赔养殖户渔民向人大代表请求呼
吁书”中，他们写道：“既然山东海域未被污染，那么，为什么农业部要拨款给山东省政府，让其进
行生态修复呢？……为什么２０１０年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美国法院判赔１０７亿美元，而康菲只赔付给
我们３０亿元的人民币？”（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调查资料）。可见，和参照群体的比较导致怨恨心理
持续深化。
另一方面，遭遇 “法院不受理”导致怨恨心理向外部社会扩展。
怨恨多是出于受到挫折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无奈和失望、恐惧和害怕等，伴随心中

压抑而产生的愤怒情绪［１５］。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发生后，多地渔民向海事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但法院
以 “证据不足”或 “沉默”等方式予以应对。２０１１年底，路易岛渔民在律师的帮助下积极搜集油污
证据。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路易岛渔民和省内其他地区的渔民再次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诉讼，但依然
没有获得正面回应。不少渔民表示：“原来我们认为法律是公正的、神圣的，现在觉得不是想象的那
么简单。这么大的污染案件，法院还要推，说不要着急，再等一等。２０１１年发生的事，到现在都快３
年了，事情都已经明朗化了，为什么还要推脱？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我们不太相信法律了。司法应该
独立，这是法律体系的问题”（２０１４年４月，渔民访谈资料）。
在渔民心中，法院代表了 “青天正义”，代表了公平，是可以说理的地方，但是，当他们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时，却遭遇了 “法院不受理”。这种 “闭门羹”让他们对司法公正产生了质疑。
渔民在多种抗争维权活动都没有取得效果后，产生了无助感和无能感。“对专业 （法律）的不懂，不
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成伯清认为，“作为怨恨产生不可
或缺的中介，无能感恰是长期遭受蔑视的产物，是不获承认的结果”［５］。
渔民为维护权益而到处奔波，甚至诉诸美国法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虽然我们通过法律开启

了 ‘跨国索赔’，但同样困难重重。镇政府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老百姓的饭碗被砸了，得给个说法
啊。如果国家有困难，老百姓可以理解，而现在并不是困难时期。但是，镇政府和县政府，始终没有
对我的诉讼活动予以支持”（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渔民受到的委屈没有能够通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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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途径释放出来，反而在寻找释放途径过程中导致无能感和委屈感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这种无能感和委屈感等心理感知加剧了他们的怨恨心理。

（四）怨恨的演变逻辑
怨恨心理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或者说是 “社会性伤痛没能及时回应”。由

于 “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社会性伤痛不能有效及时地予以回应，久而久之，势必萌生怨恨［１６］。
如果底层社会的利益的诉求得不到正面回应，怨恨就会被不断放大。

图１　怨恨心理的演变逻辑

在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中，
底层群体的怨恨心理是如此演绎

的 （如图１所示）： （１）渔民遭
受重大经济损失只是怨恨的起

点。在此阶段，怨恨心理针对的
只是肇事企业。这种怨恨心理是
可控的，只要赔偿到位，底层的
怨恨心理以及其他矛盾和冲突都

可很快得到化解。（２）在 “维稳
压力”和 “去污名化”机制［１３］

驱动下，基层政府对底层的抗争
行为进行了干预，给渔民造成了
“二次伤害”和 “次生伤害”。这
导致渔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

降，由最初的寄托希望，到后来的埋怨、抗拒、强烈不满，由此，怨恨心理矛头发生转向———由早期
的肇事企业转为企业和基层政府并存。同时，怨恨变得具有不可控性并可能引发非理性行为。（３）基
于辽宁和河北渔民获得赔款的先例，路易岛渔民在 “依法抗争”初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法律可以
很好地维护他们的权益，为他们 “讨回公道”，但 “法院不受理”以及 “跨国索赔”至今没有结果，
让他们的期望值一落千丈。他们在抗争中频遭困境与相对剥夺感导致了怨恨的再生产，并使得怨恨心
理发生了转移和升级，基层政府以及社会性不公都成为其怨恨对象。与同类群体的比较使得他们产生
了无能感和委屈感，而这种感知成为产生怨恨的中介和直接因素，怨恨进入白热化阶段。这时如果遭
遇到某一外力的强力压制，怨恨的对象会集中于所遭受的外力，怨恨也会迅速转移并积聚，而当地政
府恰恰在这起事件过程中扮演了外力压制型角色；并且，他们认为正是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和不支持，
导致自身受到了相对剥夺，因此，基层政府成为最主要的怨恨对象。

四、怨恨心理的社会性后果

马克斯·舍勒认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
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的 ‘隐忍’力
通过系统训练而养成。”［４］（Ｐ７）在环境抗争中，怨恨心理不仅有 “前因”，还会经过潜伏、转化、积累及
扩张而导致难以预料的 “非预期性后果”。

（一）显性社会影响
怨恨心理已经导致了显性的社会效应，它不仅表现为底层群体的牢骚满腹以及怨气的普遍性发

泄，还表现为他们对基层政府和社会的态度以及信任感。
首先，言语层面的怨恨发泄。人们在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者产生无能感与委屈感时就容易形

成怨恨心理。如果利益诉求无法实现，怨恨心理就难以得到疏解，并会通过各种途径发泄心中的怨
恨。怨恨的释放与发泄包括多种途径，话语是人们发泄怨气的首选途径。而互联网的发展成为怨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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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的新场域。有的渔民在网上发帖子：一方面是扩大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不仅
如此，他们还积极寻找媒体、技术专家及人大代表，向他们讲述事件的过程，发泄心中的不满。调查
过程中，他们也频频向课题组表达内心中的怨气及不满。
其次，由 “对事不对人”转变成了 “既对事又对人”，造成紧张氛围。“对事不对人”指的是，底

层群体的抱怨对象仅仅针对事件本身，并不涉及对方个人的人格情感。在环境抗争早期，渔民对基层
政府的抱怨等心态可谓 “对事不对人”。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抗争的激烈程度加深，“对事不对人”转
变成了 “既对事又对人”。由于采取干预行为的往往是具体的办事员，久而久之，渔民特别是抗争精
英与他们就形成了一种由事件所带来的个人间的怨恨。实地调查中，有的渔民直接指名道姓地抱怨某
些工作人员，并且表示，“我就不怕他们来找我，找我我也不会给他们好脸”（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
渔民访谈资料）。
最后，社会信任降低。由于基层政府的 “劝告”和干预，渔民对其的信任度明显下降，认为它并

不是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于是，他们积极寻求外界的支持，包括找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找律师打官
司，找专家学者检验油污。但是，由于索赔一直未果，他们的耐心明显下降，并且对法院等社会机构
以及社会公正等价值观念持怀疑态度。有的渔民表示：“你们调查有什么用，新闻记者都不能给解决，
很多专家都不能给解决，法院也不能解决，你们调查能起到什么作用？”（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
访谈资料）。可见，这种不信任已经扩大到了社会性层面。

（二）隐性社会影响
已经呈现出的显性社会影响需要加以正视，而隐性的社会影响则需要重视和预防，主要包括体制

内的抗争升级以及体制外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泄愤性事件。
首先，潜在的体制内抗争升级。怨恨具有传染性，怨恨话语的传播会引发群体认同，形成群体式

的抱怨。群体性的怨恨发酵导致抗争行动具有升级的可能性。抗争渔民的年龄大都在４０～６０岁之间，
不会用电脑，但都知道网络以及社会舆论的威力。有的渔民表示 “我要是会电脑肯定会掀起不小的波
浪，只是岁数到了，我不愿意整这个，我要是会的话，政府就该头疼了”（２０１４年４月，渔民访谈资
料）。这种抗争主要是想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力，通过社会舆论推进事件的发展，但在扩大社会影响
的同时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可能产生新的怨恨主体。
其次，潜在的体制外抗争。怨恨心理容易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在信息全球化

的背景下，权利意识日益强烈的民众已经能够借助更加现代的新颖方式维权，并不会轻易地放弃和罢
休［１７］。怨恨心理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体制外行为。调查发现，渔民有着
潜在的体制外的抗争倾向，有的渔民甚至表示，“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排除到天安门静坐的
可能”（２０１４年４月，路易岛渔民访谈资料）。因此，在底层权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他们不断讨要
“说法”的时候，政府部门需要进行正面回应，而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回避问题，否则，怨恨很容
易产生不可控的后果。于建嵘指出，中国社会自２０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冲突，即
“社会泄愤事件”，其显著特征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对社会
的不满，这是以发泄为主的一种 “泄愤冲突”［１８］（Ｐ５）。在环境抗争中，怨恨容易导致怨恨主体形成非理
性的价值判断，一旦激化情绪，就很容易导致大量人群卷入到具有匿名性特征的群体性事件中。而无
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加入为怨恨主体增加了非理性判断的筹码，前者在仇视心态驱动下，先是围观继
而从情感、道义甚至是行动方面给予援助，这极易蔓延传播，最后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１９］。

五、结论与讨论

怨恨心理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常见现象。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怨恨问题。相比之下，当前，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加速期，社会矛盾处于高发期与
积累期，公众在环境污染、征地、拆迁等问题中容易产生怨恨心理，而这种心理很容易传播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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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怨恨心理有其特定的演化逻辑及再生机制。怨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 “怨”，而后由于政府
的不作为和不当干预发展到 “恨”；由于基层政府对抗争活动的压制和阻碍，“怨恨”由分散到聚集；
在话语传播及情绪感染中，怨恨由个体扩展到群体；在此进程中，怨恨由原生怨恨发展到次生怨恨。
可见，怨恨心理的程度和层次呈现出不断加深的态势。“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人们的公民权利与其
实际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差异时，怨恨也就容易发生了。正是这种政治等级和社会差别在人们心中埋下
了反抗的火种……如果每个人都有权利将其价值与他人作比较，并发现他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于是，
怨恨不满之情便油然而生。”［２０］（Ｐ５８）因此，在怨恨心理的再生机制研究中，不能忽视有关利益群体的相
对受剥夺感以及底层社会心理预期的落差等因素。
在路易岛渔民的环境抗争历程中，基层政府没有及时地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还在维稳机制下对

他们的环境抗争进行了压制，渔民由此对基层政府产生了怨恨，将在抗争维权中受到的相对剥夺以及
无能感归咎于基层政府的不支持。而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则使怨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生怨恨为
主转变成了次生怨恨为主。同时，怨恨的主要矛头由肇事企业转向了基层政府。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怨恨心理亟待引起学界重视与政府部门关注。本研究所

探讨的是环境抗争事件中的怨恨心理，但依然具有一般性的启示意义。这就是面对突发事件和底层群
体的利益诉求，政府部门需要积极重视并正面回应。当前，政府部门需要加强民情和舆情调研，直面
怨恨心理特别是群体性怨恨心理，这是避免怨恨再生产以及群体性意见向群体性事件转化的重要基
础。否则，一旦某个导火索被点燃，就可能造成无法预计的后果，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政治危
机。当前，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就与基层政府不愿直面底层社会的诉求，不重视民情舆情有很大
关系。因此，当环境突发事件爆发和环境抗争产生后，政府部门需要加大民情民意调研力度，正面回
应民众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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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刊再次入选湖北省优秀精品期刊

近日，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北省期刊协会正式下发鄂新广发 ［２０１５］４号文件，《中
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荣获第九届湖北省优秀精品期刊，这也是我刊继２０１３年之后第
二次获得此项荣誉。此次全省共评出精品期刊３０种。
我刊主编刘传红荣获第五届湖北省优秀期刊工作者。 （冯伟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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